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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對於《忠義水滸傳》可以采取宗教文學的現代讀法，就是從

“暴力修行”的角度切入解讀，所采用的即是“出身修行”的奇傳

文體，在三教與小説的關係中，只有從道教文化才能深入理解其

創作旨趣。從《宣和遺事》所保存的古本到後來的百回定本，兩

本之間的敘述儘管繁簡的差異極大，但是在宗教文化的淵源上

仍可見其間存在的内在關聯，其一即是天書母題（ｍｏｔｉｆ）：從一

卷到三卷，都反映道教與民間的九天玄女信仰，相信其秘授兵符

與王朝的開國創業神話有關；其二爲謫凡母題：從下凡到謫凡

乃是在凡間的修行，這種思想既爲小説戲劇夙所傳承，也是全真

道與净明忠孝道的教内思想；其三則是一僧一道母題：代表佛

教之眼與道教之眼，從出現魯智深與公孫龍之名到繁本的詳細

敘述，都各以高僧與高道的身份預示宋江的未來命運。從遺事

本到定本的敘述者都依據道教文化改造巨盜宋江，使其成爲星

主宋江，其形成的時期應該在金元統治下的華北地區，反映漢軍

世家在北方持久抗金、抗元的忠義意識，連同華北的漢人都曾基

於民族認同，借用傳述宋江及其兄弟的“忠義”事迹，寓托其同

情忠義軍首領所遭遇的命運，類似的事例就如邵青、李全等其人

其事。歷來的索隱派均指陳水滸好漢曾被用於影射忠義軍的領

袖，而小説敘述形成的關鍵，則是借用謫凡神話夸説其人物的

“非常化”，在小説中將其“出身”星君化，使之具有“神煞并存”



的性格與能力，故需在暴力中完成其凡間的“修行”。從天罡

院、伏魔殿的罡煞隱喻，到聚散過程中以殺止煞的暴力表現，既

可使水滸人物高度的隱喻化，也方便用於影射歷史事件中的忠

義軍首領。在小説敘述中所完成的這種虚構性的想像世界，證

明敘述者能够成功運用“非常化”的藝術手法，方便將所有的人

物悉數納入 ３６、７２ 的聖數中，因而創造了謫凡神話的敘述模式。

在明清小説中從此建立形式結構統一的文學譜系，在明代萬曆

中葉以後也啓發了系列出身、修行志傳體的寫作風尚。由此可

見水滸敘述在中國小説史上的非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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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故事研究者都熟知繁本敘述宋江征方臘後，返京朝覲

所進上的表文中，奏報“十損其八”而引發其“旦暮悲愴”之情，

其下即“謹録存殁人數”的長串名單；而徽宗覧表後即説：“一百

八人上應星曜，今止有二十七人見存……真乃十去其八矣！”這

段情節不見於金聖嘆的腰斬本，而簡本在過度删簡後，只説宋江

回到城外屯扎，隨即寫下見在朝京將佐、已殁人數、河北降將、於

路病故將佐，以及出家、辭官者等，上皇覧表後亦僅僅嗟嘆而已。

這兩種版本顯然都違反了神話敘述下的内在邏輯，因爲都缺少

了關鍵的一句“上應星曜”，如是讀後的反應是産生“寂天寞地”

的感受？抑或修成正果後的灑脱乾净？對於這類奇書體小説的

研究，其實不宜僅關注敘事學技巧與理學問題，若忽略了中國小

説與傳統宗教的關係，就不容易理解這句話所藴含的文化象徵，

即民族借由神話思維所欲傳達的精神價值。

從“謫凡與解罪”的道教神話重讀水滸故事，就可找到契合

於奇傳文體的小説讀法。要建立中國小説的敘事學，亟須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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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道教的謫凡思想，四大或六大奇書中的大半數都由此獲致

敘述上的創意。《忠義水滸傳》正是以此創造了一種奇傳文體，

但是類似上應星曜的好漢出身譚，其中所隱含的宗教意識却常

被有意地忽略，現即取“暴力修行”切入觀察其修行的回歸歷

程。“暴力修行”作爲一個關鍵性觀念，可以分别從不同的角度

理解：暴力與（ａｎｄ）修行、在（ｉｎ）暴力中，修行或將暴力作爲

（ａｓ）修行。任何一種理解都可經由詮釋而發現不同層次的意

藴。在宗教倫理學中，修行關係内在心性上的修煉，而在小説敘

述中却形象化爲外在的行爲。若從明代萬曆以後形成的“出身

修行”傳體的視角，重新解讀一百八人在性格、行動上如何“上應

星曜”，就會發現天罡地煞經由“暴力”而終於在“修行”中證果。

這部小説敘述的精妙之處就在使用道教的語言與觀念，恰

切地反映出南宋與金、元期間閲聽水滸故事的漢人，特别是華北

地區的忠義軍，甚或説反映出忠義軍面對自己命運時的抉擇，當

時民族認同上的複雜感情就投射於這種敘述之中。依據目前所

見的《宣和遺事》所引述的有關情節，我們假設存在一種早期的

古本，考慮到後來繁、簡本較爲成熟的敘述，可以推測主人公星

曜的出身已基本形成。在此擬將重點放在探討何種道教文化促

成了這種敘述定向，這涉及三組與“非常化”敘述有關的觀念：

第一組是爲何要安排九天玄女授天書給宋江，其中所揭示的歷

史訊息爲何？第二組是天罡星出身的吉凶性格，當時道書如何

記載？第三組就是公孫勝與魯智深爲何形成一道、一僧典型，這

種敘述模型關涉如何省思宋江這一儒士的忠義觀。這種人物性

格的改造及執行忠義的結局，一僧、一道對照一儒是否反映時代

的諷諭。凡此都需思索敘述學上的“非常化”手法，如何經由道

教罪謫思想塑成“奇傳文體”中的人奇、事奇。其背後都關聯如

何神話化宋元時期活躍於華北的忠義軍首領，在水滸故事流行

地區遺存了多少争議性的忠義問題！從這樣的歷史視角才能解

釋其形成的宗教文化情境，如何銘刻於水滸故事的敘述語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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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意識中，使宋江及其兄弟被塑造爲執行天意的文化象徵。

將歷史的巨盜宋江轉向行天道者亟需一種奇傳文體，因而探究

一部暴力修行奇書如何形成，就是窺視時代夾縫中有關忠義之

辯的歷史之秘。〔１〕

一、 天書揭密者： 改造宋江
神話的“非常化”敘述

　 　 從《宣和遺事》衍變爲繁本水滸所使用的宋元材料，就像龔

聖與所説的，既有不足采的“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者，也有士

大夫亦不見黜的“高人如李嵩輩傳寫”者。其中最吸引人的宋

江事迹，他曾引述史傳一句具有啓發性的評語，“其才必有過

人”者，并認爲宋江之所爲，“其識性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

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在這篇《宋江三十

六人贊序》中有兩處使用“過人”這個褒語，除時空先後背景上

的差異，在語義指涉上也略有偏重：一在招安當時强調其具有

領導衆人討方臘的過人才能；二則突顯招安後的行爲，重在表現

其超越常人的見識與性格。均以“過人”突顯其忠義爲盜賊之

聖者，目的應在諷諭金、元時期有些忠義軍首領時降時叛。不管

何種情况，“過人”的語義都是意指其具有“非常人”的特殊性格

及能力。這種敘述手法早在兩漢史傳既已使用，用以强調傳主

的性格、能力乃“非常人也”（非屬尋常人、或爲非常之人）。而

被用於評論人、物的特異表現，則是六朝筆記家干寶所創用的

“怪異非常”觀念，即以“非常”觀察性格、能力過於常人者，既指

經過修煉而後神化成仙者，也指精物所變的異常人物，都强調其

具有超常性與異常性。〔２〕這種方法後來在史傳文體的歷史筆法

中，并未發展成爲一種敘述傳統，只是偶或被用於敘述其性情較

特殊者，原因應與傳統史官評選人物典型的標準有關，史官的標

準是奉行儒家哲學所許可的中庸、中和的人格特質。但是小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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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則基於藝術功能的考慮，或是宗教傳記集所收的另一類人

物類型，兩者都習於將人物性格“非常化”，這種常常被視爲神

異性格、神異情節者，其實正是中國小説敘事學具有民族風格的

筆法。故街談巷語與書會才人傳寫表現其“過人”處，就使歷史

的劇賊宋江非常化爲神話的星主宋江，宋元一百五十餘年間的

改造過程雖則文獻不足徵，但成就今本所見的性格塑造仍殘留

諸多衍變的歷史痕迹。

晚近針對歷史宋江或神話宋江的人格評價甚爲紛紜，既有

針對其受招安是否即爲“投降派”的討論，這在 ２０ 世紀 ７０ 年代

的特殊時代背景下曾引發政治性的批判；也有從版本學或文學

批評出發所作的人物評論，就是以不同的角度作精彩的詮釋，由

此解讀出不同的宋江。〔３〕水滸故事的敘事在宋元時期出現一個

關鍵性的改變，就是宋江成爲天書揭密者。其所關聯的情節就

是九天玄女秘授天書，這個母題在《宣和遺事》既已出現（以下

簡稱《遺事》），但是只説是“一卷天書”，到繁本則有天書三卷，

同樣都是誤入九天玄女廟後由玄女娘娘授予。授書事件在百回

本安排在受招安（８２ 回）前的中間即 ４２ 回，正是宋江上梁山確

立其領導地位的關鍵時間。從天書的授予及其卷數（或一卷或

三卷），反映出當時民間九天玄女信仰的興盛。漢代緯書中首

次出現玄女秘授兵符之後，其天意傳遞者的“本相”既已確定，

中間歷經道教各派的收編運用，其所職司的都是在天人之間傳

遞秘法。但是這到趙宋時期逐漸發生微妙的變化，就是北宋帝

王崇道而特别嗜好天書作爲天降符應，爲了與此應合，九天玄女

所授由兵符轉變爲“天書”。不過天書情節與王欽若等設計天

書下降只是間接的關聯，真正關聯的就是九天玄女秘授天書的

道教授經神話，從此創造了敘述文體中一個神異性的揭密母

題。〔４〕這種中國敘事學中“非常化”思維的確定，就使道教傳統

有助於塑造好漢具有“替天行道”的非常任務及力量，其終極目

標是執行受招安的天意，所反映的是金元統治期漢人、特别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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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區忠義軍的忠義觀。《遺事》所引的古本較諸繁本儘管字

數相差甚鉅，但執行忠義的敘述旨意却相差無幾：都是經由天

書作天意的指示，表明宋江爲帥需“廣行忠義，殄滅奸邪”；〔５〕今

本則直接借由娘娘之口明示宋星主替天行道的職責，就是“全

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最後一句正是針對好漢在

凡間的個人修行，强調“忠義”乃爲臣之道，輔國安民則爲盡臣

之責。這些就是經常被視爲接受招安的合理化理由，但如此忠

義敘述并非純爲小説家言，而是曲折反映出宋金元時期忠義軍

的複雜政治意識。從華北到江南漢人均先後面臨“征服王朝”

的政治處境，但爲何水滸敘述會將解救的希望托於九天玄女的

信仰？縱使是小説家的創意也應有所本。

道教與民間形成的九天玄女的信仰，其“本相”即是作爲天

意的傳遞者，乃自漢代《河圖緯》既已確立：在黄帝戰蚩尤不能

克敵之際，天譴（遣）玄女授黄帝兵信神符。而銘刻不同時代的

文化標志就成爲諸多的“變相”，先有道教吸納作爲諸般丹訣、

法術的傳授者，諸如神丹伏煉、式法及房中術等；後來承襲成爲

法術的傳授秘訣者；其次則維持在兵家系統，均依古例視爲兵

法、陣法一類戰法的傳授者：如李筌得驪山老母所授的《陰符

經》、或李靖得到玄女兵法等，都維持緯書中玄女授兵符的傳

統。而將兵法與術法結合約在唐末到北宋這一時期，托名李靖

的兵法即見載於唐末五代的《黄帝太一八門逆順生死訣》。其

中敘述貞觀二年李靖戰突厥之際，九天玄女授以孤虚法而致勝，

即將李靖列入得授兵法的名將系譜。又有另一種太陰玄女經也

被視爲“軒轅秘契”，形成另一組張群傳法鬼谷先生的譜系，與

唐代的《靈寶六丁秘法》中的“無言法”相近，都敘述同一件故事

來構成其傳法譜系。而真正與宋江所得天書相關聯的是“祭醮

六丁符法”中的六丁訣，即改造黄帝得到九天玄女授訣的神話，

轉由玄女派二童子傳授一部符法，就出現關鍵性的三卷天書：

上卷説供養醮祭之法，中卷説長生不死之道，下卷説强兵戰勝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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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六壬尸解之法，這種三卷的《六丁訣》近似天書三卷説。〔６〕

與水滸故事中的天書關係更爲密切的是時代相近的另一部

道經《秘藏通玄變化六陰洞微遁甲真經》，其卷上録存一篇《宋

尚書右僕射趙普進經表》，趙普爲輔佐趙匡胤的開國功臣之一，

進表時間爲開寶四年（９９１），據説是羅浮山隱士劉罕所獻的六

甲秘法。其中敘述行師的秘法時安排了一系列的名將譜系：前

漢陳平、後漢鄧禹、蜀諸葛亮、唐郭子儀與李靖，并强調“自五子

已往，此法不聞於世矣”。如果趙普進上經表一事爲真，目的就

是爲了神話化趙宋的創業開基，若只是依托於趙普的名下，就表

示宋朝皇室接受天命神授的政治迷思。此書又録存一篇《遁甲

神經出處序》，同樣襲用九天玄女遣童子授黄帝經訣的神話模

式，所傳授的是《陰符經》三卷：上卷乃神仙鍊丹抱一之術、説長

生之法，中卷安邦定國、撫安王民之法，下卷論戰伐之事；并强調

傳承的禁秘性：“後大亂，巢黄楊出得之，傳於凡世。得之者夙

緣慶幸，遇之者决勝如仙，可宜慎之，勿傳下等。”（巢黄應指黄

巢亂唐之事）突顯傳世者稀的目的，即爲了創造趙宋的創業迷

思，類似的天授之説都是歷代反覆複製的帝王開國迷思，但這種

九天玄女傳授天書的神話爲何會套用在宋江的身上？北宋諸帝

多崇信道教，當時朝野又盛傳天降天書的符應，由此使九天玄女

成爲代天傳遞天命的箭垛式人物，而原本“安邦定國、撫安王

民”的秘訣，在宋元説話人、書會才人的手中被改造爲天罡星

“廣行忠義、殄滅奸邪”的行動。可見宋元時期創作者與閲聽者

都生活在同一時代氛圍中，這就爲神化宋江使其承擔“輔國安

民”的重任提供了方便。這種對理想化軍師與名將的虚構，始

於金元異族治下的漢人，而完成於入明之後熟悉這些政治迷思

的才華之士。

從《遺事》的一卷天書到今本的三卷天書，對照三部道經

（《遁甲真經》分作上中下三卷，其他兩部則是僅存一卷）。三部

道經都與奇門遁甲法有關，在兵法譜系上都承續了兵法要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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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符經》的用兵行陣思想。水滸故事的敘述者選擇使用九天

玄女神話，在《遺事》本已加入吴加亮等共同知曉天書之秘，繁

本則更强調吴用利用天書運籌帷幄這樣的軍師角色，即呼應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如此建立虚構的神聖性譜系，進而彰

顯其神秘知識的當行本色。由此可知水滸敘述并非只是小説之

間單純的互文性，而是突顯了書會才人等文人的創意：既采録

“街談巷語”，也使用李嵩輩的“傳寫”，可能還對《遁甲經》等一

類道教秘笈有所借鑑。正因如此，古本敘述者才能使宋江作爲

主角的角色轉换合理化：晁蓋一死即被推作“强人首領”，并統

率 ３６ 將賽取東岳金爐心願後才被招安。這些都顯示九天玄女

與宋江的組合早期既已定型化，雖然《遺事》本的引述精簡，却

已具備繁本所據以發展的敘述框架。其主要的架構就是妥善取

用天書一類受命行道神話。

二、 星君降世： 忠義好漢的
非常化出身

　 　 水滸敘述“非常化”好漢的出身，就是抗金、抗元忠義軍首

領與星君下凡神話的結合，彰顯其暴力修行有“過人”的條件。

有關這種故事的流傳、改造問題，在此并非要作索隱派的歷史考

述，而只想理解金、元期異族統治下的漢人心理，宋江等 ３６ 人爲

何被取作箭垛式人物。當時流行敘述忠義軍的故事，由此即可

確定朝野上下的閲聽心理。圍繞華北地區活躍的忠義軍首領曾

衍生諸多傳奇，從帝王到百姓都喜聞樂見其相關事迹。這種閲

聽心理加速了宋江及其兄弟事迹的非常化改造。根據李心傳

所記載的一則忠義軍故事，可據以推知其他類似故事的傳播

情况：

先是杜充守建康時，有秉義郎趙祥者監水門，金人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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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邵青聚衆，而祥爲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脱身歸，乃

依於内侍綱。綱善小説，上喜聽之，綱思得新事編小説，乃

令祥具説青自聚衆已後踪迹，并其徒忠詐及强弱之將，本末

甚詳，編綴次序，侍上則説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單德忠

之忠義。〔７〕

此即敷衍邵青的忠義故事成爲“小説”的典型，由此可想像北宋

覆亡後民間説話人同樣會争説宋江事。〔８〕由於徽、欽二帝北擄

之難夙爲華北漢人所耻，故創造宋江受招安作爲忠義軍楷模的

過程，就會將侯蒙上書所説的“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齊魏”加以敷

衍，這種横行事迹的神話化就從聖數 ３６ 開始，就像從“文化工具

箱”中取用神秘數字，〔９〕并配合道教在星君信仰中所隱含的神

煞并存觀：叢辰既有吉祥的性質也藴含凶煞的另一面。〔１０〕類似

的神秘知識原是道教演行法術所必備，而星辰所賦予的性質剛

好契合忠義軍受招安後所表現的雙重性格，故推測小説家即據

此敷衍成篇。

不管《遺事》版本如何複雜，〔１１〕其敘述中有一個不變的特

點，即 ３６ 人被塑成 ３６ 員猛將，使之聚齊“三十六”以應天數。由

於過度簡化的文字引述，不易詳悉其聚散原委，但可以比較繁本

首回的誤放母題，其聚散結構如下：

聚（伏魔之殿）→散（誤走妖魔）→聚（梁山聚義）→散

（方臘之征）→聚（朝封證果）

相較之下，遺事本所殘存的故事情節缺少完整的首尾，如果“古

本”就是如此結構，就表示尚在發展階段而仍未成型，否則就是

有意删除以符合敘述宣和遺事的編年體。〔１２〕但其敘述邏輯仍在

敷衍九天玄女傳遞天書的訊息，即爲宋江及其他 ３６ 人的出身，

這種“天罡院”的構想同樣仿襲道教的天界神話。宋、明時期的

道教類書如《法海遺珠》或《道法會元》等，均未見直接使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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罡院”，就是《道藏》中也不見此一關鍵詞。但是由此却可以發

現敘述者如何活用這一文化工具，使天罡院可以與天書揭密的

構想相結合，就可假設古本尚未在首回使用罪謫神話，目前所見

的星君化好漢只有“下凡”情節。

小説家的高手并非照搬道經文本的全部細節，只需服膺於

敘述藝術的審美功能，考慮如何聚、散好漢群的整體。〔１３〕各種史

傳作者不必煩心的這些小事，却關聯小説敘述上至爲關鍵的因

果關係，所以依據 ３６ 之數可以聯結的就是 ３６ 天罡。在宋元時

期促成其聯想方向的，就是道教組合諸般仙衆的各院。根據謝

顯道編白玉蟾（１１９４—１２２９？）的語録集《海瓊白真人語録》，真

師告訴留元長五極有五院：東極寶華、西極太清、北極驅邪、南

極天樞、中極五雷，“實掌四極之司”。（１—１３ａ）又説：“南極有

天樞院，如天上左有天樞省、右有天機省，緣天機是北極之内院，

驅邪則外院也；彼天樞亦是南極之内院，而南極又有進奏院在外

也。”（１—４ａ）每院都各有官將：北極驅邪院有崔、盧、鄧、竇四

將，考召院有潘、耿、盧、查四將。（１—３ａ）其次就是四極各有星

君，《上清天樞院回車畢道正法》卷中有“入斗存想行持秘法”，

行科時先存想請官後，即面東噀水，再面南稽首諸星君：南極天

府星君，依次爲天相、天梁、天同、天樞、天機、萬壽等星君，而依

儀式步罡時也是一步念一星君。（卷中 １０ｂ—１１ａ）〔１４〕這樣的南

極天樞院統有六星之説，乃將天文曆算學的天文知識加以神格

化，各星群均分别被賦予星君的名諱及職司，如此就形成由至尊

的紫微天尊統領萬星的星辰信仰。道教神學既然建立其星辰信

仰，就在形成授籙制時，根據求籙者的花甲、資歷分配其相應的

職稱，故龍虎山作爲正一祖庭將其稱爲“太上天壇玉格”。收録

元明道法資料的道教類書《道法會元》，其卷 ２４９ 中有龍虎山在

填籙時所用的早期節本，即以五極諸院爲名依品秩遷轉：首爲

天樞院九品、次爲北極驅邪院九品、次爲玉府九品、次爲神霄九

品；（１ａ—１０ｂ）而在《論遷轉功勞格式》中可注意的就有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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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行中天院、太極院、伏魔院、黄籙院、太清院、紫庭院、南昌受

鍊司及諸院等法。”（１２ａ）〔１５〕其中的“伏魔院”就與今本所敘的

“伏魔殿”相關。可知前後兩本都曾仿用道法，而分别創出天罡

院、伏魔殿等收聚魔星的構想。

《遺事》所引的只是敘述“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懷

疑當時尚未加以魔星化，而 ３６ 員猛將只是“倒裝下凡”，但今本

却改造伏魔院成爲“伏魔殿”。依謫凡神話思維來説，天罡、地

煞乃是被張天師收伏的，這樣魔星、魔君化即賦予罪罰的新意！

星辰信仰認爲叢辰中兼有神煞，這是道教對符法、科儀知識的基

本認識，故可依據巫術的同類相治原理施法，即以吉星治凶星。

根據《上清天樞院回車畢道正法》所述者作爲例證，其上清三台

神符在符文後的解説即云三台乃“大寧吉慶之宿”，而所治者爲

“凡人命值星宿運限不通、惡曜纏照，頻招官事、宅發瘟黄”等

厄，即押用黄綾書符戴於頭上，“即時凶星不照，冤鬼不侵”。

（卷上 １５ｂ—１６ａ）又有一道上清天罡神符，在符文後解説可治

“人間精邪、惡毒蠱氣”者，其咒語就表明“九洲分野，太白導星，

周行六合，炎炎火鈴”，其力可以食鬼吞精、降魔伏靈；另一則咒

語中出現關鍵的“三十六天罡，天中大神王……爲吾驅禍殃，真

炁受雷火”。（卷上 ２０ａ—２１ｂ）〔１６〕可知天罡乃屬於吉祥之星，所

職司的正是降魔伏邪之任。這種天罡法剛好盛行於宋元時期，

所以《道法會元》所輯的諸多符法中就加以使用，這類例證可以

卷 ９３《雷霆三要一炁火雷使者法》爲例，在用法中就有祭天罡河

魁法，同樣均需依法召請存降，首即啓請天罡大聖主雷真君馬自

奴，次爲河魁大聖節制真君董萬春，其法即“存水炁上騰，衝射

天罡，天罡大怒，以火■下射河魁。法官覺背熱，急謝河魁云：

某自受法以來，誓願佐天宣化，濟物利人，禱雨祈晴，除邪輔正”

云云，謝天罡後焚一張天罡黄牒，即可役遣五雷使者。（５ａ—

６ｂ）〔１７〕這種祈雨法非僅一例，舉此以概其餘，假設宋元到明朝這

段期間，道教中人在民間施行同一類法事，使得施耐庵、羅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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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嗜奇文人有機會仿效，就會將其改造揑合來神異化宋江諸

好漢。這就是作爲文化工具所發揮的妙用，從“佐天宣化”到

“替天行道”等都是轉化使用同一類的神聖信念。

小説家基於藝術需求而非常化水滸人物，却也可以理解爲

影射忠義軍領袖，這是索隱派勤搜史料細加比對或比附的苦工

夫；〔１８〕而從另一個角度也可推測其整體被星君化，這經歷了一

段長時間的衍變過程，從早期史家所習稱的劇賊、京東賊、群盜

或草寇、亡命等，改造定性爲聖數化的“三十六人”。但是對於

３６ 之數後來有兩種算法：一是總共 ３６，連宋江本人在内，如《侯

蒙列傳》、《忠義彦通方公傳》等，以龔聖與的贊語最爲具體，所

反映的是太行山忠義軍的神秘組合數字：“大行好漢，三十有

六。”而另一種算法則不包括宋江本人，如陳泰《江南曲序》云

“其黨如宋者三十六人”之類。〔１９〕這個數字的成數形成問題，馬

幼垣在綜合論述 ３６ 人的組合既已發現。〔２０〕可以確定由 ３６ 之數

而聯想 ３６ 天罡的星宿組合，表明神煞并存的雙重屬性。這種因

果關係的形成有兩種可能，其一是共享，３６ 既爲成數，史家與道

教中人都可取用爲文化符號；其二則是宋元人既已熟知 ３６ 爲天

罡數，就可用於附會群盜 ３６ 人。若是後一種就可推測神異化宋

江等人的行動，早就從太行山時期的山水寨即已流傳開來，龔聖

與所撰之贊正是階段性的小結。然則忠義軍及其活動地區内的

華北漢人就是較早參與創作的人，神化宋江等三十有六也就等

於神化忠義軍首領。而後故事流傳才由華北地區擴及江南，故

忠義軍及其同情者乃是最早參與創造者。

天罡院雖然是小説家言，但是敘述者需熟悉道法的相關

知識，才能仿效天樞院之類的天界結構，巧將“三十六天罡”的

大神王説法轉移活用，從而構想出一個虚構性的“天罡院”。

既然稱院就不分内院或外院都有神將，如驅邪院依例只有四

將，連後人多增四名梅仙，都被白玉蟾批評“此皆後人所增，即

非本法所有”，因爲官將乃受於師者，否則即不靈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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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ａ）而小説家發揮其豐富的創造力，目標則是爲了容納一組太

行好漢以突顯其“出身”，由於忠義軍首領被天罡化既可反映

道法人士的專業知識，同時也能契合星命學家與一般民衆相

信的星命俗信：凡人均各有其星命，何况宋江等爲“過人”的

非常人。古本如果安排在宋江怒殺閻婆惜之後，即依天書所

示的組合猛將群，則已然推動情節以符合 ３６ 數，其目的就是

迎合閲聽群中忠義民兵所自許之願：助行忠義，衛護國家！這

個“國家”所指的頗爲吊詭：揆之常理當爲南宋，而非不欲臣

服的僞齊或金、元。從早期好漢被天罡化但取吉星之意，可以

佐證古本形成的時代契機，乃是金、元治下的忠義人或贊同忠

義軍的百姓或才人。

今本的擴大安排顯然是後來的事，至於是何時成於何人？

學界（如馬幼垣）論定爲非一時一人之作，此乃依據版本所作的

科學論證。其實從處理好漢出身的神話敘述理解，也可佐證水

滸雜劇與今本小説在版本與成書時間的問題上頗爲複雜。由於

元雜劇創作的興盛期剛好也是水滸故事的形成期，水滸雜劇約

有 ３６ 種之多，而散佚者比現存者多出 １０ 種；〔２１〕這 １０ 種哪些近

於元本，或者元本而經内府本改定、或根本就是明人所作？由於

事涉複雜的版本問題難免仁智互見。但有一個問題亟待解决且

可以作爲旁證，即好漢的組合，從宋江登場自道家門的口氣，就

可側面理解其與今本的關係：一是“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

夥”，這個數字乃基於 １０８ 的成數，并非蒙元時期的古本或贊語

所原有，若非後人改筆就是較晩出！其二就是保存了 ３６ 之數的

“聚 ３６ 員英雄將”（高文秀《黑旋風雙獻功》、《魯智深喜賞黄花

峪》），應該遺留了元人的用語習慣，當然也可能曾被改定；其三

則是對於好漢的定性，既稱 ３６ 個英雄漢，又説“那一個不應天上

惡魔星”（《急報恩三虎下山》），應和的就是今本首回伏魔殿誤

放的魔星，不像《遺事》所保存的天罡院吉星。從今本較古本在

格局上所展現的大開大闔，可以看出好漢已被悉數魔星化，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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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需從故事情節上鋪陳其出身與修行，這契合忠義軍事迹已經

定型的較晚時間，而其在性情上也較適合兼融神煞并存的雙重

性格，故可推測今本的形成時間應在入明之後。

三、 凡間修行： 忠義敘述的
下凡、謫凡問題

　 　 宋高宗雖然喜聞邵青接受招安的“忠義”小説，而在行動上

對於忠義軍首領的處置，江南政權中的朝廷大臣一貫對於華北

漢軍世家多所疑慮，就像李心傳所載的：“將領趙延壽、單德忠、

李振、徐文、武功大夫李捧、樞密院水軍統制邵青，所部分爲七

將，以御前忠鋭爲名……非樞密院得旨毋得擅發，仍鑄印賜

之。”類似這種既招安又加以汰除、分治的作法，正是同一時期

處置忠義軍常用的政治手段。〔２２〕朝廷如此，而説話人與聽衆的

感覺又是如何？在《遺事》本中同樣出現類似歸順後的處置手

法：“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如是的敘述并

非考實歷史宋江的真實事迹，而是小説家借此表達對南宋朝廷

處置忠義軍的諷諭，恐怕是借宋江故事以抒時憤。所以神話宋

江的敘述并未使用在當時流行的演義體，由於史家對於逸出常

格即定性爲 ３６ 劇盜，而小説家所寫的也非如内侍剛一得新事即

編爲高宗所樂聞的“小説”。類似邵青一類忠義軍的接連出現，

在抗金的急切需求下曾被整編分治，這樣的歷史情境剛好提供

了改造宋江故事的大好機會；而道教神話則可方便作爲一種文

化工具，神話思維所提供的并非只是仿擬天罡院的依據，而是建

立下凡、謫凡神話作爲想像的虚構模型，但是到底何時開始創用

這套敘述模式？其實就是重在問如何取用一套宗教意識來支持

好漢的非常化，宋元時期爲一段逐漸藴育成熟的關鍵時期，至今

遺留的還有一些痕迹，就如龔聖與贊阮小二所云：“曷不監之，

清源廟食。”顯然在清源廟阮小二既已被廟祀而得血食一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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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今本所敘述的結局相一致：天罡、地煞都在所立之廟得享

血食之祭，且特别點名宋江被封作梁山土地。從天罡星的星君

“出身”到罪謫凡間的“修行”，既被用於取代歷史的理性敘述，

也就成爲非常化的詩性敘述。從宋元到明代前期的天罡道法

（ａ），在道經文本中的敘述結構可以配合其義理結構，剛好提供

小説家一套可資變化活用的敘述模式，茲將 ｂ 古本、ｃ 今本都簡

化比較如下：

（ａ）天罡星爲吉星→惡曜爲禍→道士祈請吉星下降人

間→降服惡曜，凡間平安→返天庭述職

（ｂ）天罡院吉星司職→世間面臨劫厄→天書顯示吉星

需齊聚應數→受招安後征寇有成受封

（ｃ）在伏魔殿鎮壓→誤放後世間行道→天書預示聚

義→受招安後征寇→返朝受封，各自證果

比較道經與小説文本的敘述結構，就可發現同樣都服膺於

一套神話結構，期使水滸好漢遵循一定的聚散模式，既分又合以

契合冥冥中的鉅力，都顯示義理結構與敘述結構的一致化。若

要理解這種小説敘述是否虚構，最佳的印證就是比較南宋時代

義軍抗金的事迹。在此僅選用敘述較完整的邵青與李全事件爲

例，史學家已釐清其歷史事件的複雜性，就方便將歷史宋江與邵

青、李全的忠義事迹作比較。〔２３〕試將繁複的歷史敘述簡化爲如

下的結構：

（１）宋江等猖獗淮甸→諸路守禦無策→張叔夜伏擊後

招降→受招後征方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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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邵青入寇泗州→杜充招安後抗金→再招復叛、三

招復叛→王德再招安→青封官後戰死

（３）李全踞山東、淮海→受招安後得忠義糧→抗金得

賜鎮撫副使→叛宋降金降蒙→揚州戰死

比較宋江與邵青、李全受招安的事迹，後兩人雖名爲“忠義”實

則屢降屢叛，但是判斷其忠義與否，就要看最終所作的抉擇，其

義利結局亦判然有别，都取决於是否選擇認同漢人政權：邵青

終以戰死而被贈以武顯大夫之名，而李全則因叛宋而被《宋史》

列於《叛臣傳》。兩人均曾爲漢軍世家，都置身於宋、金、元的政

治糾葛中，無論是南宋初葉的邵青或末葉的李全，都基於政治抉

擇或經濟考慮，最後各自的選擇就决定其與南宋王朝形成不同

的關係。這些歷史敘述中的忠義軍首領，所遺留的事迹都較宋

江爲詳，故史家可爲之立傳而學者可借以考述，但是邵青其人生

前既有“小説”，爲何反而未能如宋江的故事那樣被敷衍流傳於

後？原因應是，在漢人亟需倡言“忠義”的社會文化風尚下，宋

江以其出場時間早而事迹少，反而方便被取作箭垛式人物，乃成

爲創造忠義軍首領受招安後用以抗亂的模型。一個人物典型之

所以能够塑造成功，基本上就在其人奇其事亦奇，但還需有一個

充足的要件，就是容易被神異化而得以“異常化”，這種審美經

驗類似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２４〕就是如何將宋江等悉數

改造爲異於常人的忠義形象，其識性超卓有“過人”者，即有過

於一般忠義人之處，才能契合金、元治下華北漢人所需的民族主

義需求，爲了滿足北方漢人或南人在神道上的信仰需要，道教文

化正是“文化工具箱”中最方便取用的工具。所以如何夸飾其

出身的異常化、暴力作爲修行的反常化，就有意産生違離於常規

化、自動化的非常化效應，因而建立一種擬出身修行傳的奇傳文

體，充分體現神話的詩性感覺，這就是中國敘事學上反常化的非

２６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常化手法。但并非僅止於形式主義，道教文化提供了一種神道

思維，這種或顯或隱的宗教感成爲一種意識形態，存在於“文化

基因庫”中作爲文化的底藴，創作之際就可適時提供一種取之

不竭的活水源頭。〔２５〕

《遺事》本雖經濃縮、簡化的文字摘録，但仍然透露古本應

已安排了好漢在人間的“修行”歷程，就是天罡星下凡後均需歷

經諸多的暴力來消除暴戾之氣，上梁山之前只是個别之殺：楊

志殺惡少、宋江殺閻婆惜；等 ３６ 人應數後就是强人的集體之殺：

放火殺人、劫掠子女；歸順之後則是伐寇平賊，更是暴力之極的

征戰之殺。由於古本僅存簡化的文本，并不曾保存其如何“暴

力修行”，假設古本既因初期簡陋而有所缺，剛好可讓繁本作者

一展其文學才華，就可好好表現猛將下凡的除暴歷程。這就有

賴宋元時期先完成下凡神話作爲敘述的内在邏輯，而後繁本再

增益爲謫凡之“因”，即爲罪謫，修行歷程正是爲了解除罪罰、解

放凶煞，才能將暴力作爲修行而得證“果”位。元代度脱劇即曾

使用罪謫模式，乃承襲唐人小説既已基本成型的傳奇敘述和逐

漸流行於道教内部的仙傳體。傳統教團如净明道的祖師許真君

（遜），就被改寫爲罪謫凡間以了宿緣者；而新教團則如全真道

的内部規戒，同樣善用這種共同的文化資源。〔２６〕

有關星辰下凡或仙君謫凡的仙道思想，在教團内所引發的

内部效應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修行者如何呼應世俗版本的謫凡

敘述，將其轉變爲修道者作爲彼此互勉的終極目標，顯示這些教

團正處於上昇的改造或創造期。首例即爲宋元時期净明教團進

入改造階段時，劉玉所領導的改革派即吸納這種星宿學説，由弟

子黄元吉、徐慧所記的師門語録：《净明忠孝全書》，就以此爲據

闡發修仙證果與星宿的神秘因緣。〔２７〕劉玉熟悉北宋神霄派的傳

承譜系，對一代高道林靈素曾敘述一件與星宿有關的事迹，卷四

即引述“舊見《林侍宸傳》”的一件君臣問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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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入朝，見元祐奸黨碑，司馬光、程頤等諸名賢姓名

皆在上，林公向之稽首。上怪問：“卿何故作禮？”林曰：“時

相輩捐（損）爲奸黨，臣等見之，多是星宿之名。”（頁 ３７３）

可見他依據傳統的道教看法，將當時被污陷的名賢都視爲星宿

的降世，林靈素本身即陷於新舊黨争之中，却不懼以此諷諭徽

宗：所謂的“元祐奸黨”，究竟何爲忠奸？并曾一再奏言直諷新

黨：蔡京爲鬼之首、童貫爲國之賊，這些正是加害於宋江等人的

邪惡勢力。劉玉即使净明道理學化的改造，同時也仙道化理學

名家，將邵康節臨終之夢解釋爲導歸仙界，連朱晦庵也被説成

“武夷洞天神仙，出來扶儒教一遍”，都認爲名賢可以出入於仙

凡二界。而劉玉也曾辨析其善惡之理，在卷三就有明白的解説：

“世人積善屬陽，陽氣上浮；積惡屬陰，陰氣下墮。今天上星宿

即世人陽氣也，然三界有善有惡，雖爲天星，苟一念不正即屬陰，

陰氣自然復墮爲人；星殞爲石者，所墮之陰滓也。”即從天星的

墮落世間，解説世人務必在德行上的積善祛惡，才能重返天界證

諸星的果位。由此可知道教界習常解説星辰下墮世間爲人，既

是道教中人所使用的教化手段，也是世人普遍接受的傳統信仰，

只有在這樣的宗教氣氛中，才能改造宋江等一干好漢爲天罡院

的星君，其降臨北宋末劫之世就可視爲罪謫者的修行歷程。

華北的全真道更直截地使用這種謫凡模式。作爲出家修行

記録的師徒問答語録，在建立叢林制的住庵修行清規時，將謫凡

視爲在人間苦修的試煉過程，這種師門的相互砥礪之語是對奉

行出家制的支持。在玄金子所輯的《真仙直指語録》中，就有丘

處機《寄西州道友書》所揭示的：“古以天上聖賢惡行之未廣，則

重下人間以償疇昔，人間濁惡難修而功疾，天上清高易處而功

緩。”（卷上 １７ｂ）表明人間的修行正是爲了償還疇昔之罪，强調

愈濁惡難修則修成之功愈速，這就是道教的劫數觀遍於天上、人

間，影響明清小説的衆仙下凡歷劫情節。而在濁世的修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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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全真道所需向世人回答的，七真之一的譚處端就在《告誡

做官者》一詩中，以這種道理期勉在官場修行：“爲官清政同修

道，忠孝仁慈勝出家。”（《水雲集》卷上）全真道在華北地區廣泛

傳布，當時水滸故事也在同一時代藴育成形，到底其教義教行是

否也被移轉使用於忠義敘述？當然不容易找到什麽直接的證

據，但是理解古本形成的時代氛圍，類似期許全真家的修行之

道，也可以之强化好漢假罪謫以作人間的修行。從古本到繁本

的轉變應奠基於此，這樣才能完成結構完整的敘述框架！

兩則可代表道派所使用的謫凡思想，反映出全真道創教於

女真治下的華北地區，而入元以後亟思改革的净明道派，都一律

相信罪謫下凡神話在修行證果上的砥礪作用。而從《遺事》引

述直到繁本出世，不同時代的兩個敘述者如何活用道教的文化

資源，就具體表現在分别使用下凡或謫凡敘述的機巧上。這剛

好可呼應當時南北各自發展的道派，都一致接納下凡或謫凡作

爲解釋出身與修行的基本信念。古本形成的宋元時期既然下凡

與謫凡同時并存，編年體采取繫於“宣和四年”條下，若要另訂

一個“誤走”罡煞魔星的合宜年份，在編年體例上確實匪易，這

是編輯時的技術難題！但真正的原因還在創作的時代氛圍，將

宋江 ３６ 員猛將影射山水寨中抗金的忠義軍首領，依據漢人的集

體反映就只能美化其人，所以可能只取用天罡院猛將的“下凡”

説：晁蓋的東嶽之夢如此，宋江展開天書之秘亦復如此。所以

應數只將時間濃縮於一年之間，就可分批聚義：運花石綱 １２

人，劫花石綱 ８ 人，再加宋江撞著的 ４ 人，去晁蓋一人，宋江領至

９ 人，最後補上魯智深 ３ 人，完足“三十六人數”。從這種呼應天

書“三十六將”的計數手法，就暗示采用下凡的“應數”手法爲古

本的原貌，比較符合忠義軍形塑忠義首領的典型，如此才能滿足

當時閲聽者的時代需要。相較於此，繁本則是在入明之後才能

完整成書并刊行，顯然此時需顧慮大明王朝的政治氣氛，故將其

改編爲“伏魔殿”的鎮押説。這種敘述架構的衍變，顯示其在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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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策略上的妖魔化，以此完成罪謫類型的神話出身及修行敘述，

這種模式啓發了萬曆以後系列的出身修行傳。從這樣宏觀的視

角就可確定好漢群創新了一種“奇傳文體”，在浦安迪（Ａｎｄｒｅｗ

Ｈ． Ｐｌａｋｓ）所説的“奇書文體”中〔２８〕，這種奇傳體才能創新一種

人奇事亦奇的敘述法，故出身、修行志傳體在這一説部中已基本

成型。

四、 廟祀證果： 奇傳文體的
非常化結局

　 　 從古本發展爲繁本所成就的奇傳文體，始真正細緻地敘述

罡星如何在人間完成其“修行”的歷程。《遺事》所録 ３６ 人的名

單中，只有兩個姓名代表道、佛的一道、一僧：隨宋江入伙的入

雲龍公孫勝，最後入伙者花和尚魯智深。如是的安排可以從宋

元期的宗教環境加以理解，宗教人物所代表的“宗教之眼”，在

敘述原理上則是一種内在的視角問題。由於先行文本中魯智深

的資料較爲豐富，方便敷衍爲精彩的魯十回；相較於此，一道公

孫勝却缺少集中的連續十回，且在分散的敘述中才帶出羅真人，

故顯得一僧與一道的敘述并不均衡。從古本到繁本所創用的一

僧、一道模式，雖然啓發了曹雪芹在《石頭記》中的一僧一道構

想，〔２９〕但《水滸》敘述所安排的情節作用其實大有異趣：一僧智

真長老透過魯智深預示宋江衆好漢的結局，如果代表的是“佛

教之眼”；則全真道在華北及蒙元統一的江南地區，顯亦亟需另

一種“道教之眼”，才能代表道教的超越視角，以鑑照宋江及衆

兄弟的未來前程。這在當時是否另外具有鑑照受招安者的微

意？從後來多數下場淒凉的結局可證成“暴力修行”所鑑照的

諷諭之意，而這些忠義軍首領的受招安問題，入明之初的敘述者

記憶猶新，這就可恰切契合從道教之眼觀看一群不明就裏的忠

義好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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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被引述時簡化爲概述：掠州劫縣，放火殺人，尤其是結

局僅僅一句“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如此繁本就采用“暴力”

作爲敘述細節的著眼點。而敘述衆好漢的暴力結局，則分由佛

教之眼與道教之眼各自觀照，兩者看似相近實則作用有别，都可

對照觀看罡煞星君在人間的“修行”之路，這就是中國敘事學的

預示手法。繁本是否襲用古本固然無解，但敘述者熟諳宗教與

文學合一的象徵手法：如何預示好漢的未來前程，暗寫者多而

明寫者少。所謂明寫在魯十回（及武十回）鋪陳一僧的暴力修

行，都先透過一僧智真長老所象徵的“佛教之眼”，從第 ４ 回入

定見得“上應天星”後就逐漸由明寫而暗寫，再經 ８２ 回將錦袍

“縫做僧衣”，而後在 ９０ 回再被長老點破“殺人放火不易”後默

默無言，最後 ９９ 回表明“心已成灰，不願爲官”而聽潮圓寂，這

種寫法由關心魯智深一人而兼及衆人。武松假扮行者的借假修

真，由明寫暴力然後進入集體之殺的暗寫，征方臘後即出家而不

入仕，同樣也照顧一人而及於兄弟。〔３０〕而代表“道教之眼”的一

道公孫勝與羅真人，雖然馬幼垣解讀爲仿效一僧而未給予好評，

但這只是表面的敘述相近，其藝術功能實則有别———一道偏重

於如何穿針引綫來展現道教的超越性視角。〔３１〕

繁本承襲古本一道公孫勝的綽號：入雲龍，顯然名字取神

龍見首不見尾之意。在版本空白處發揮一點想像，便構成繁本

草蛇灰綫而有迹可尋的手法！首先就是 １５ 回突然以全真“先

生”的名號登場，參與智劫生辰綱第一劫的理由并非是爲錢財

而是爲了七星聚義：應天垂象（１６ 回），這是吴用所點明的天

意。而後全真先生隨即消失，一直到 ５３ 回亟須破高廉妖法時，

吴用才要戴宗前往智取，羅真人即以大義爲重權教下山。中間

又進入暗寫，只在需求法術時才出場（５９、６０、８９ 回），并引出樊

瑞等構成一組道士。師徒兩位大、小“（全真）先生”之所以能够

象徵“道教之眼”，因爲從中既可看出星辰之會也指示了宋江的

結局。這是小説依敘述神異情節的慣例，安排道法人物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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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道二教的均衡上有時不宜只計較篇幅或角色出場次數，而

應以角色所承擔的藝術功能作評判標準，如宋江陪一道、一僧上

山請示，不僅二仙山的論道（８５ 回）安排在五台山參禪（９０ 回）

前，就是通過一道的法語與一僧的偈語，也可以感覺高道較關注

上應星曜而替天行道，而高僧則只是上香祈福，故道教性格比較

契合星曜的聚會神話。最重要的是最後的結局安排，９０ 回平遼

後一道就推却一切回山修道，他在辭别宋江的話中有一句關鍵

的提醒：功成名遂後就難久處。僅此一言就可表明對於忠義首

領受招安的諷諭之意，“一道”的安排可以對照宋江所代表的

“一儒”：宋江、吴用及盧俊義等。這種寫法假設始於古本就可

知運用諷諭的針對性，就是繁本也指涉同一個定向：即以宋江

影射邵青以至李全父子等，都是接受“忠義”之名而需承擔同樣

的命運，其爲悲劇則一。

《遺事》中既已遺留諷諭之迹，繁本中保存更明顯的寓意。

古本敘述背後所隱藏的一些吊詭現象，就像九天玄女降下天書

雖意在“助行忠義，衛護國家”，等賽取金爐後朝廷的出榜招諭

却是“不奈何”，即是無可奈何而不得不招安，這反映了招安忠

義首領的同一心態：既招誘歸順後再行分注諸路巡檢。此實因

宋元人距離較近而觀察較明，知曉南宋政權處置受招安忠義軍

的一貫做法：就是分散原則與分隔原則。這依據的是賈誼既已

提出的衆建之策，李綱即仿此建議：“其首領皆命以官，分隸諸

將”；李誼也同樣主張：“自來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將

佐，異其居處。”〔３２〕而在整編方式與利用方式方面，則招納之後

必沙汰其不可用者以免耗費國力，可用者則驅遣在金人之前拒

敵，或在敵後用於游擊，目的都在使偏安的南宋减少北顧之憂。

類似的運用忠義首領之策，正是從南宋的君臣立場所作的考慮，

而缺少的就是忠義人本身的聲音。所以古本簡要提及一句“分

注諸路”以平三路之寇，其實已投射許多忠義軍的實際經歷；至

於遣征方臘一役的功績，入明文人或腰斬或敷衍，都表明代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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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聲的態度不一。可説這種忠義敘述原本就是代理人選擇性

的聲音，并非僅能單純定調爲“强人説給强人聽”的故事，真正

的説法應該是“代忠義人説給同情忠義人者聽”！〔３３〕

《遺事》對於宋江 ３６ 人死後的歸宿，限於編年體的體例并

未敘及。但是當時民間按照祭典表達的慣例爲其祭祀，而官方

則采用封神禮制對其表彰，這種迹象保存在龔聖與贊張横所云

“清源廟食”，應是灌口地方民衆立廟崇祀的實録。其實依據宋

代朝廷的封賜制，連天妃、張王都可依祠祀之制呈報禮部，經考

核得實即可敕封，何况是朝廷有意招納的忠義首領。〔３４〕事實也

是如此，根據李心傳的記載，南宋爲了激勵義軍歸正使之抗金，

即建議依《禮記·祭法》訂定成仁後的祭祀辦法：“死事之人悉

令載之祀典”，就是可以立廟祭祀以彰明其忠義事迹。〔３５〕這種朝

議在忠義首領歸順後付諸實踐，這種情况繁本就將其投射於宋

江等人身上，在進表後徽宗即降旨褒封。如死得壯烈的張順：

“顯靈有功，敕封金華將軍”；其他已殁於王事而無子孫者，則一

律“敕賜立廟，所在享祭”，就是將宋朝按祀典賜封的奉祀制加

以文學化。在最終的一回即針對宋江的冤死敕令封賜，并在梁

山立廟奉祀，連楚州蓼兒洼同樣也重建大殿，正殿奉祀 ３６ 員，７２

將則分在兩廊，這樣的結局就如哀挽詩之二首句所云：“生當廟

食死封侯。”這種敘述即套用了“朝封、國封”的封賜制，明人在

小説敘述上都援例使用這種封神以祭的禮制，《封神演義》即是

在商周易代之後進行封神以安天下，《水滸》敘述自是也以封神

慰梁山好漢之靈。其中是否也反映慰安招徠忠義軍的起義來歸

者？如是則歷史事實即被投射於宋江等好漢的死義死忠，以資

説給忠義人或同情忠義者聽，宋江及其兄弟正方便作爲“神道

設教”的範本。

在敕封傳統之外還可從“道封”制理解。古本先揭示 ３６ 員

名單來推動應數的情節，却未綜述其如何歸位的證果問題？而

今本顯然照顧較爲周到，就在敘述廟祀的同時也交代天罡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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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地煞地中藏，象徵首回的誤走及各回的暴戾之氣至此消除殆

盡。這種敘述置於道教文化的脉絡中理解，就是神統譜上各歸

其位的真靈位業説，并非完全等同於儒家在祭法中的禮祀制，而

是獨立封聖的“道封”體制，其中既有重疊也未完全雷同。〔３６〕道

法傳統既然啓請時謹稱“天罡三十六大聖”，在謝土儀式中同樣

也祭請諸多神煞，則依據道封所形成的階位，在北宋朝諸帝的崇

道政策下漸趨整備，尤其是徽宗朝從單一的法事到大醮的分位，

諸仙上聖俱各有名號。宋代正是道教完成齋醮科儀的關鍵期，

明代所整理的各種科儀類書即是對這個階段的總結。從古本到

今本的寫定者都熟悉這些道教知識，才能據以仿效改造而可靈

活的應用。《水滸》敘述能够創造轉化道教的泛神泛煞學説，目

的即對於宋元忠義軍陣亡後的安頓。所以非常化死後封神的神

話敘述，也就等同於神化忠義首領的忠烈事迹，道教提供的文化

資源正符合這一時代的心理需求。

《水滸》敘述在四大奇書所建立的文學成就，顯示這位才華

之士在面對文學競技時，既難免與先行材料間存在互文性，却也

亟須虚構來表現獨創的想像力，從古本到繁本之所以能够發展

成功，就在奇傳文體安排起結的功力。在强化天書神授的故事

框架後，如何使暴力修行能够前後兩半均衡發展，正是全本較諸

腰斬本能够合理化神話敘述的原因。將古本的 ３６ 人應數敷衍

爲一百單人位的排座次，就需適度安排如何以暴止暴、以殺除

煞，才符合暴力作爲修行的内在邏輯。比較後半小段的征戰情

節，今本在征方臘前先安排征遼，就是古本的平寇事件，而敘述

猛將陣亡則集中於最後九回，乃是暴力情節作爲“修行”傳不可

或缺的安排。９９ 回安排宋江臨表悲愴的一幕，這種壯烈的場景

應該如何解讀？讀者各依其學養詮釋之，使之成爲一個良好的

文學教材。

假設脱離歷史背景，從哲理的悟性或美學的審美特性下手

解讀，都會無法忍受這種大幻滅，因而將其詮釋爲“寂天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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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悲愴，最能表達現實世界的無奈與悲痛：征戰幾人回及

政争何人能存？〔３７〕而從歷史的索隱考述和史料中的忠義軍論述

爲背景進行解讀，則可發現南宋一百五十餘年間，記載華北地區

抗金、抗蒙的忠義軍，其零碎的事迹都可影射水滸好漢的姓名綽

號。將文學詮釋聯結歷史文獻，就可視爲“强人説給强人聽”的羅

賓漢故事，從而解析好漢迫於生存困境所形成的心理及行爲。這

種江湖視角下的流寇結局，經常被美化爲浪漫的英雄傳奇。〔３８〕

在此試從奇傳文體所開啓的出身修行傳體切入，將死亡名

單的終結報告書視爲凡間修行的結束，則是將文學“作爲”（ａｓ）

宗教的宗教文學讀法，至少是一種擬似宗教的視角。姑比較情

境相近的另一個場景，就是日本導演在 ２００５ 年所導的奇幻特技

巨片《忍》，片子結束前的一幕，就是唯一幸存的女主角朧自己

刺瞎雙眼後，才被准許跪在德川家康前，上禀甲賀與伊賀兩個忍

術村莊相互殘殺後的死亡名單。〔３９〕這個虚構的漫畫改編之作大

力張揚忍術的奇幻，確實具有近似水滸好漢在奇技上的反常化、

陌生化特徵，但是并未符合星曜下凡的奇特“出身”，只是一群

歷經特殊訓練的忍者。水滸好漢則具有非常化的星曜身份，故

雙方的打殺以致死傷過半的死亡報告，即是以暴力爲修行的必

然歷程，而死後的封神結局則是修行的終結。從世俗的人情小

説習以“圓滿”作結即是不圓滿，但是逆反思維則是宗教修行的

“大圓滿”：證果而後歸位！所以宗教文學的讀法就不會只是

“寂天寞地”，而像曹雪芹或高顎所寫的賈寶玉出家一幕：一僧

一道夾住寶玉走入“白茫茫一曠野”，同樣都是象徵俗緣已畢而

有“灑脱乾净”之感。

五、 結　 　 語

古本到今本到底如何衍變，目前仍然缺少直接的資料，但是

可以確定奇傳文體藝術成就的獲得，其關鍵就是三組道教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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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觀念，這種觀念影響下宋江故事在宋元時期被改造成功。由

此推斷寫定者在距離蒙元統治不遠不近的時間，這樣的距離有

助於保持適度的觀察空間，就是熟知忠義軍首領遭受的待遇及

其最後結局，乃借由宋江等好漢的同一命運反思一個吊詭的問

題：招安或反招安、降服或不得已即再叛。若要回答這些吊詭

問題，不能只執著於南宋君臣的正統化立場，即儒家史官以“忠

義”之倫作爲唯一的評判標準：孰是孰非、孰忠孰義？而需换由

忠義軍及其同情者視角改造宋江。今本爲何將其塑造爲忠極、

義極的刻板化形象！在此即借由道教的天書、星曜下凡及一僧、

一道所象徵的“宗教之眼”，從古本到今本都一再强調天的意志

决定説，以合法化招安、忠義與否如何關繫“衛護國家”的大倫，

從而超越個人反招安的小倫。從特意凸顯天意執行者一儒：宋

江與吴用、盧俊義等，都被塑造爲盡瘁於招安護國死而後已，這

一特點除了可從宗教層面加以理解外，也反映出帝制王朝下

“誨盜”之作如何流通以避免被禁的無奈；而現實意義上則借用

這面名利之鏡作爲鑑照，映現諸如邵青、李全父子等衆多忠義人

的共同命運。這種以此鑑彼的諷諭手法就可側面旁證：這是忠

義軍及其同情者參與創作的説部，因此才會使之成爲今人可以

多方詮釋的奇傳！

奇傳文體的文學風格就是擅於運用非常化手法，即將好漢

賦予星曜“出身”而擁有神異力，從古本到今本所敷衍的反常化

即近似陌生化理論，就是在文本的大小關節處反復出現預示性、

超常性。這種情節、事件的可預期性到底是技巧拙劣的想像代

替品？抑或有意張揚中國敘事學的神話敘述？從這部奇傳體反

觀四大或六大奇書，到底是合三教以歸於儒，抑或道（道家、道

教）、佛二教被形象化爲一道、一僧，反而適時指示了一儒的天命

與個人命運。從這個視角可理解“暴力修行”，就是强調星曜或魔

星都是在凡間修行，其歷程就是借由神性與魔性的抗衡，在“神、

煞并存”中使煞氣漸消而神性漸全，一僧與一道正是借“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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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典型。故將暴力“作爲”（ａｓ）修行的歷程，也藴含在（ｉｎ）暴

力中修行，這類“暴力修行”者就未曾列於死亡名單上，亦即凸顯

隱逸於江湖者、出家修行者如何了悟名利。對照宋江跪在金階下

進奏、及飲毒酒而終的一幕，若説不是一種諷諭其誰能信！

在明清時期《水滸》敘述從古本到今本藴育成功，奇傳文體

的傳、記體不脱離道、佛二教的啓發。當然敘述者所完成的小説

結構并非固定取源於某一特定的道經，敘述者與宗教人共同活

躍於相同的文化氛圍中，由此不斷借鑑宗教文化進行藝術加工。

南宋與金、元一度南北隔離，全真道先盛於華北，而正一、净明道

法則分布於江南地區，但是道法知識却能跨越時空距離，所提供

的宗教知識成爲文化資源，都能被靈活運用於民間文人的手中。

如此强化《水滸》敘述的關鍵力量，也就可以作爲“宗教文學”加

以詮釋，這種星宿、神仙謫凡的道教神話，在其他奇書中既有明

用也有暗用：《西游記》、《石頭記》或《儒林外史》、《鏡花緣》等，

都可視爲同一個文學系譜。而另一種出身修行志傳體也自成其

宗教文學譜系，在萬曆中葉以後卓然成風。這種出身修行志傳

體都宣揚宗教祖師及宗教人物的修行事迹，將其明確化爲系列

志傳體的主人翁，因而其宗教性格就愈加明顯。中國敘事學中

從此增添一種别格，而作爲“暴力修行”的《水滸》敘述，可證宋

元到明清的小説形成時期，道教文化向底層社會成功的滲透，這

也就是魯迅爲何視之爲中國文化根柢的原因吧！

（作者：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

注釋：

〔１ 〕　 本論文所使用的今本爲容與堂百回本，簡本則是馬幼垣輯校：《插增本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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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存文輯校》（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２００４ 年）；又馬蹄疾（１９３６—

１９９６）所編《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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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頁 ７５—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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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孫述宇：《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臺北：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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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專著：《水滸論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９２ 年）；《水滸二論》

（北京：三聯書店，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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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よりみる〈)*+〉,-の.》，《東洋研究所紀要》第 １４０ 册，頁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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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１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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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報》２０００ 年第 ９ 期，頁 １９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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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 ３７３—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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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 ５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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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施舟人（Ｋ． Ｍ．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道藏”所見近代民間崇拜資料的初步評論》，《漢

學研究通訊》１９９３ 年 ６ 月第 １２ 卷第 ２ 期，頁 ９５—９９；後改題名爲《道藏中的

民間信仰資料》，收入《中國文化基因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頁 ８４—１００。

〔３７〕　 牟宗三：《水滸世界》首先提出哲學的詮釋，《生命的學問》（臺北：臺灣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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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第 １８ 卷第 １ 期（２０００ 年 ６ 月），頁 ２５１。

〔３８〕　 詳參前引孫述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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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ｎｄｒｅｄ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ｅｘｔ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ｂｏｔｈ ｄｅｒ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ｓｈａｒ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 ｇ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ｔｉｆ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ｎｅ ｂｏｏｋ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ｎｅ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ｓｏｍ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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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ｄｄ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 Ｈｅａｖｅｎｓ，ｗｈｏｓｅ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ｂｅｓｔｏｗ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ａｌｌｉｅｓ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ｉｃ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ｏｔｉｆ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ｂａｎ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ｖｉｓ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１）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２）ｂｅｉｎｇ ｂａｎ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ｙ ｍａｋｅ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ｃｒｅ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Ｊｉｎｇｍｉｎｇ Ｔａｏｉｓ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ｍｏｔｉｆ ｉｓ ｔｈｅ ｓｉｄｅｂｙｓｉｄ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ｏｎｋ ａｎｄ ａ Ｔａｏｉｓｔ ａｄｅｐ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ｅａｃ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 Ｚｈｉｓｈｅｎｓ ａｎｄ Ｇｏｎｇｓｕｎ Ｌｏｎｇｓ 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ｔｈｅ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ｍｏｎｋｓ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ｔ ａｄｅｐｔｓ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ｇ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 ｆａｔ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ａｂｉｌｉａ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ｎｌｙ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Ｓ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ｂｒｉｇａｎｄ ｔｏ ａｎ ａｓｔｒ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ｉｎ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ａｓ ｉ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Ｈａｎ ｔｒｏｏｐ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Ｊｉｎ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ｉｎｖａｄ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ｗｏｒｎ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ｙａｌ ａｒｍ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ｏｎ Ｓｈａｏ 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 Ｑｕａｎ． 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ｓｔｓ ｈａｖｅ ｌ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 ａｓ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ｙａｌ ａｒｍ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 ｗａ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ｍ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ｄｅ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ａｔｕｒｅ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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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ｂａｎ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ｍｐａｒ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ｄｉｖｉｎｅ ａｎｄ

ｄａｅｍｏ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ｓｕｃｈ，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ｙ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ｉｌ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ｉ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ｌｉｃａ ｏｆ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Ｄｅｍ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ｏｐｐｉｎｇ ｅｖｉ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ｙ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ａ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ｙａｌ ａｒｍ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ｆｉｃｔｉｖ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ｒｅ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３６ ａｎｄ ７２，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ａ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ｍｙｔｈ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ｂａｎ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ｉ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ａ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ｈａ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ｎｏｖｅｌｓ 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ｌｉ ｒｅｉｇｎｐｅｒｉｏｄ （１５７３ １６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ｉｓ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ｇｉｎ，ｍｙｔｈ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ｂａｎ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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